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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在场·形塑化身·共时展演:
真人主播及其“数字孪生”的人-技关系

郝君怡　 周　 勇

摘要:“数字孪生”人工智能主播将播音员主持人首次引入媒介技术生产场域,使这一

媒介角色首次与人工智能技术产生了直接的身体关系。 通过对作为数字孪生人工智能主

播原型的播音员主持人及播音主持专业人才进行深度访谈,一方面可部分揭开数字孪生人

工智能主播生产过程的“黑箱” ,一方面能展现真人主播与其数字孪生人工智能主播之间身

体在场-形塑化身-共时展演三个阶段身体关系的演变。 播音员主持人的劳动场域向上游

拓展,通过具身劳动成为一定意义上的技术建构者;但人工智能技术以去主体化为目标,造
成了技术化身与原型的离身性关系,真人主播的身体困境问题显现。 双方共时在场进行主

持传播活动实质上是对社会技术想象的迎合和建构,回归理性才是人工智能主播的可持续

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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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人工智能技术在新闻传播业界的应用已经深度渗透到新闻采集、编辑、分发的一系列生

产流程之中。 不同于其他智媒技术,人工智能主播承担了人格化信息传播中介的角色功能,在呈现

形式上表现出鲜明的社会属性和拟主体性。 这其中,尤以真人驱动的数字孪生的应用最为广泛,自
2018 年新华社推出被冠以“全球首位 AI 合成主播”之称的人工智能主播“新小浩”后,中央级媒体以

及各地市融媒体中心相继推出了自己的数字孪生人工智能主播(以下简称“数字孪生 AI 主播” ) ,如
人民日报 AI 虚拟主播“果果” ,央视新闻客户端虚拟记者“通通” ,江西新闻客户端“悦悦”等,助推了

数字孪生 AI 主播的现象级应用浪潮。 数字孪生技术是指利用数字技术对物理实体对象的特征、行
为、形成过程和性能等进行描述和建模的过程和方法,数字孪生技术所生成的数字孪生体是与现实

世界中的物理实体相对应的虚拟模型,可对实体进行模拟。[1] 数字孪生概念的提出可追溯至 2003 年

Grieves 教授提出的“镜像空间模型” [2] ,随后在智能制造领域的应用发展迅猛。 不同于动画形象的

虚拟主播,数字孪生的形象特征与行为特征源自于对自然人的模拟,在当下的传媒组织现实应用中

多以传媒组织中的员工(播音员主持人、出镜记者)或技术公司招募的播音主持专业技术人员作为模

拟对象,即“原型” 。 也因此,数字孪生 AI 主播的出现,将播音员、主持人、出镜记者等主持传播角色

引入人工智能技术物生产的场域,主持传播这一与传媒深度绑定的工种首次参与到人工智能技术物

生产建构的劳动之中。

一、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

(一)问题的提出

在信息系统“黑箱化”之后,“过程”就会难以回溯[3] ,因此及时展开技术物的生产过程对于理解



技术社会至关重要。 虽然在人文社会科学的技术研究中人与技术的关系始终处于“元问题”地位,但
在新闻传播学界对于人工智能的人-技关系讨论中,大部分还是将人工智能技术视作已完成的技术

产品,探讨其对于接受端———个体用户、媒介组织机构、人类社会的影响。 而以微观视角聚焦人工智

能主播与播音员主持人间关系的既有文献大多将二者视为竞争关系,关注人工智能主播对于传统主

持传播职业角色的挑战与促逼,忽略了更早期二者间关系的形成与变迁。 实际上,作为“建构者”的

人和作为“使用者”的人,都是与技术(物)产生关系的主体,不应太过偏重,技术物生产环节的人-技

关系值得进一步发掘。
具身性( embodiment)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成为哲学以及认知科学所关注的焦点,强调

“肉身化的主体” ,将身体作为认识和体验物质世界的基础,人的主体性通过身体与世界的物质性互

动而实现。[4] 随着新技术引入传播实践,身体问题引发了新闻传播学界的关注。 但当下传播学的身

体研究大多从媒介消费的视角出发,探讨新技术语境所带来的新的身体形式[5] ,以及新技术对媒介

使用者的具身性影响[6-7] 。 相比之下,由于多数新媒介技术及其物质性载体的生产过程仅仅面向专

业技术从业者展开,对于大多数非专业技术人员而言则是事中难以参与、事后难以回溯的“黑箱” ,因
此媒介生产的身体研究尚留有较大的研究空白。 但数字孪生 AI 主播的生产存在其特殊性,即播音

员主持人这一传媒角色不仅“将物质化的技术或人工物融入到身体经验之中” [8] ,还将自身的身体经

验主动凝聚于技术物并向用户显现。 在这一语境之下,具身性可以被理解为播音员主持人参与技术

生产的方式,也成为研究生产场域数字孪生 AI 主播人-技(人机)关系的一个切口。
综合以上背景,本研究将媒介生产场域中的人-技关系作为核心关切,将具身性作为理论切口,

探讨数字孪生 AI 主播与其原型之间的人-技关系。 真人主播在数字孪生 AI 主播的生产过程中进行

了怎样的具身实践? 二者之间存在着怎样动态发展的身体关系? 本研究将通过管窥数字孪生 AI 主

播生产的“黑箱”对以上问题进行探索,并对真人主播与数字孪生 AI 主播的现实问题与未来路径进

行讨论。 鉴于此,本文聚焦于数字孪生 AI 主播与真人主播产生关系的三个阶段,从身体的视角出发

探讨此间播音员主持人与人工智能主播之间的人-技关系。
(二)研究方法

为深入探查作为技术产品的数字孪生 AI 主播与真人主播之间的人-技关系,本研究主要采用访

谈法,对五位作为原型参与到数字孪生 AI 主播生产的播音员主持人或播音主持专业人才进行了半

结构化访谈,单次访谈平均时长约 60 分钟,并依据受访者要求对部分受访者信息作匿名处理。 受访

者基本信息见下表。

表 1　 受访者信息简表

代号 岗位 所属单位

受访者 A 新闻播音员 中央某媒体

受访者 B 出镜记者 中央某媒体

受访者 C 新闻播音员 中央某媒体

受访者 D TTS 部门声音训练师 某科技公司

受访者 E 播音主持专业在校生 中国传媒大学

　 　

二、身体在场:真人主播生物性特征的转移与嫁接

数字孪生技术是以现实世界的物理实体为对象在虚拟空间的要素重建。 在当下的技术生产模

式中,数字孪生作为播音员主持人在虚拟空间中的映射,其生产建构的第一步是对其模拟对象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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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采集,这一生产环节需要播音员主持人的身体在场。
我作为服务于技术公司的训练师,会事先与技术工程师沟通确定产品需求,在数据采集过

程中引导、监督被采集者向产品需求靠拢。 比如我们要做一个新闻播报的 AI 主播,就需要被采

集者的服饰、神态、声音、语气等符合新闻播音员的基本样态。 (受访者 D) 。
采集过程分为三部分:一是身体建模,在专业拍电影的影棚———一个四周都是相机的“ 笼

子”里立体化地采集信息,要像录电影的武打特效一样穿上紧身衣,身上大概要插上数百个采集

点,身体动作会被数据点采集出来。 二是面部表情采集,面部表情比肢体还更要细致一些,在脸

上面有很多数据点,一个机器对着我的脸,通过让我播读特定文本及直接要求我做出如惊讶、微
笑、眨眼、闭眼等各种表情收集表情数据,这样 AI 主播就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做出各种表情了。
最后是声音采集,与 2D

 

AI 主播相一致。 (受访者 B) 。
在关系形成发展的第一阶段,播音员主持人需提供自身的音视频数据作为机器学习的训练依

据。 目前的视频采集过程根据人工智能主播的最终呈现形态为 2D 或 3D 而略有不同:人民日报“果

果”和新华社“新小浩”等属于 2D 形态,通过专门的音视频采集辅以其日常出镜播报的音视频素材

即可完成数据库建立。 而以“新小微”为代表的 3D 形态则需要更为复杂的电影级数据采集方式完

成对身体的建模,通过穿戴覆盖采集点的特制服装将身体转换为相应的关键帧数据。 在数据采集过

程中,真人主播是数字孪生基本生物学特征的来源,彭兰将其称为“人的数字化重组” ,通过对真实人

物“元件”的获取、优化和整合,创造出新的虚拟“生命体” 。[9] 随着技术迭代,数字孪生 AI 主播对于

真人主播生物学特征的复刻已经逐渐从“栩栩如生”走向“真假难辨” 。
正如“新小浩” “康晓辉” “小小撒”等数字孪生 AI 主播的命名大多取自其原型的姓名,播音员主

持人在数据采集阶段的身体在场,既赋予了数字孪生以“虚拟肉身” ,又为数字孪生提供了社会身份。
如央视频 2022 年推出的“ AI 王冠”力求基于对真人样貌的还原实现超自然仿真[10] ,数字孪生 AI 主

播无论在肉身的外在表现形式上还是交流符号的使用特征上都脱胎于真人主播。 当智能主播的呈

现样态与原型无限贴近时,可能会被感知为从属或等同于其原型,二者的身体无法被割裂看待。 由

此,作为原型的播音员主持人的具身实践赋予了数字孪生走入人类社会的社会位置,并使数字孪生

AI 主播获得主持传播应具有的人格化特征。
“对人类心智、身体与世界的日常交互进行模拟、仿真甚至于再造,这个过程仍要以具身性为其

经验基础” [8] ,真人主播的身体在场彰显了主体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能动作用———从身体经验出发,
帮助技术建构了身体,形成对技术的驯化。 “在数据采集实践中我就是在动用在校学习的播音主持

专业知识,调动镜头前的新闻播报状态。” (受访者 E)在身体在场的生产实践中,作为原型的播音员

主持人动用了经由具身认知所形成的身体经验、与外部世界互动而固定下来的行动逻辑和职业行为

的“前台”表演状态,从而弥补了技术物自身无法实现具身认知的技术路线缺憾,建构了数字孪生 AI
主播的拟主体性。 同时,相对于纯粹基于动画生成的人工智能主播,真人主播的具身实践也部分纾

解了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身体的无机化危机。 有学者提出“人工智能的发展,尤其以智能机器人

的完美形式与超强智力形态为终极发展目标,将会对人的身体予以抽象化抹平或贬低” [11] ,播音员

主持人的具身实践使数字孪生 AI 主播不再是技术与想象所建构的“空中楼阁” ,而是拥有了物理世

界的实体根基。 再有,自然和人类社会多元要素作用之下的身体部分消解了人工智能工业的高效率

自动化生产对于规律和模式的遵循,使人工智能主播技术物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本·雅明所推崇的灵

韵( Aura) 。
虽然真人主播以身体在场的方式对数字孪生 AI 主播施加了建构性的作用,但真人主播的身体

是受到技术现状、项目需求、应用场景等规训的身体,其主体性的彰显程度还值得进一步商榷。 由于

当下的人工智能发展还处于统计学习阶段,数据的一致性和稳定性要求播音员主持人在身体在场阶

段时刻维持在某一区间内的相对稳定状态,基于给定的场景和文本完成既定动作。 为保证数据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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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清洁度,音频数据与视频数据通常会分开采集,标志着身体实践行为被人为剥离,一分为二[12] ,
身体的物化隐匿其中,主持传播活动由“情感劳动”转化为“技术劳动” [13] 。 真人主播通过动用播音

主持专业实践中最为传统、规律的部分,呈现播音员主持人工作行为的前台表演状态,以迎合社会

(尤其媒介机构与科技公司)所预设和期待的形象与行为,主持传播中涉及人文关怀、临场反应的部

分则被忽略。

三、形塑化身:算法技术及其逻辑下的传播去主体化

不同于社交网络场景下的数字化身( avatar)本质是身体的“远程在场” [7] ,也不同于通常意义上

的“赛博格身体”将技术物吸收为身体的一部分,智能主播技术是以主体离场缺席为目的所构建的独

立于主体的存在。 虽然有学者认为数字孪生的“分身主播”是真身的代理人( Agent) ,属于镜像世界

中的分身在场[9] ,但实质上,数字孪生 AI 主播无法代理真身的心灵,反之达成“去主体化”才是人工

智能技术的功能目标。 人工智能一词在 1956 年的达特茅斯会议( Dartmouth
 

Conference) 中被提出,
并在会议项目提案中如此描述:“该研究基于一个假设,即学习的每个方面或智能的任何特征在原则

上都可以精确描述,以便可以使机器模拟它。 尝试寻找如何让机器使用语言、形成抽象概念、解决人

类的各种问题并自我改进” ,并提出“使机器采用人的行为方式行动就称之为智能” 。[14] 通过溯源人

工智能概念可知,人工智能技术的终极目标即是实现对于人类主体性的(部分)替代。
“对于我个人而言,数字孪生 AI 主播留住了我 40 岁之前的样貌和声音”但“它只不过是我的一

个同事,这个同事它做它的事情,我做我的事情” (受访者 A) 。 经历了身体在场的数据采集阶段,真
人主播与其数字孪生 AI 主播之间的身体关系步入“离身离场”阶段。 后续生产活动由技术及技术人

员“接棒” ,将播音员主持人的身体数据进行分类、定序后再进行分析、学习和重组,最终形塑出一个

去主体化的技术物化身。
梅洛-庞蒂指出,身体是认识的主体。 波兰尼提出“通过寓居而认识” ( knowing

 

by
 

indwelling) ,认
为“人类心灵本质上是身体化的,它活动并寓居于身体之中” [15] ,反映了学者对身心一体的紧密联结

关系的认同。 与之相反的是,在数字孪生 AI 主播生产的形塑化身阶段,技术生产致力于实现的是智

能主播技术物的去主体化,即以“化身”替代具有主体性的身体,从而实现身-心分离,促使我们在算

法构筑的虚拟世界中重新审视“身体”的含义。 不同于以动作捕捉技术为核心驱动的虚拟主播最终

倚赖其背后的“中之人” ①的表演,以人工智能技术物行动的底层逻辑是算法技术。 尽管有学者提出

智能超仿真实体有望实现从“媒介即人体的延伸”到“媒介即人”的转变[16] ,但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

的当下阶段,人工智能主播的主体性还仅仅是技术乐观主义的一种美好期许:首先,人工智能技术的

意识塑造基于表征模拟而非心理活动。 约翰·赛尔认为外在符号源于心理的表征,而人工智能理论

却反过来通过运用符号的模拟赋予人工智能“人”的心智特点[17] ,因而建立在表征而非源于心理的

数字孪生 AI 主播无法具备与人类同等的心智能力。 其次,人工智能主播的意识塑造具有不完全性。
符号只是人类心智的外在表征而非完全表征,例如数字孪生 AI 主播生产中所承袭的语流、神态、肢
体动作等都只是人类心智的不完全投射,由此建构的化身并不能完整展现人思想情感动态的变化过

程和信息交流符号的混合模态。
人工智能主播的心智塑造呈现“一身多心”特点的原因,除基于数据和算法的表征之外,更受到

社会组织多元主体共同作用的影响。 “数字孪生 AI 主播的性格或者说个性特点其实并不源自它的

真人原型,而是源于节目或者说团队的赋予” (受访者 A) 。 就内容生产方面来看,目前已落地一线应

用的人工智能主播播报的内容或来源于人工采写,或联结智能新闻写作等功能模块而实现一体化自

动内容生产。 无论是前者的“编辑室大脑”基于的多工种组织联动(如新华社“新小浩”等) ,还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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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数智大脑”基于对社会知识的大数据学习(如红棉小冰与每日经济新闻打造的“ N 小黑”等) ,
实质上都并非个体行动的结果,而是直接或间接对多元异质主体所生产信息的获取。 经过复杂且透

明度低的内容生产机制之后,由人工智能主播的终端呈现出发去溯源内容主体、辨明主体行动与算

法行动就变得愈发复杂。 在如此“一身多心”的逻辑之下,数字孪生 AI 主播的具身认知则来源于多

主体在各自情境中活动而生成的认知,其心智并非隶属于其原型或其他单一主体,而是来源于人类

社会中广大的知识文化的创造者,其身体仅仅是一副工具性、物质性的躯壳,用以承载其他主体的行

动。 正如有学者预测未来将出现“增强人类” [18] ,数字孪生 AI 主播的认知模式有助于使其尽可能规

避单一个体在身体与环境方面局限所导致的认知窄化,达到“群策群力”的效果;但与此同时算法“0
-1”的表达制式决定了数字孪生 AI 主播的认知必然受限于固化的认知模式和扁平化的行为表达,与
“人类的身体经验本身是直接的、有意义的结构” [19] 相矛盾,最终导致数字孪生 AI 主播所体现的人

类认知的意向性被削减。

四、共时展演:技术想象建构与媒介技术玩具

在技术生产完成后,数字孪生 AI 主播作为技术产品进入传媒组织的应用场域。 在传媒组织的

常态化应用中,人工智能主播除承袭了原型身体的生物学特征之外与原型并不产生新的关系连接。
但在媒体的策划性活动中,真人主播与数字孪生 AI 主播时而以“同框”的方式出现,利用真人与化身

同框出现所带来的视觉震撼达到吸引关注、制造话题的效果。 如 2019 年央视网络春晚撒贝宁与“小

小撒”的同台主持,以及央视频于 2022 年两会报道中推出的“ ‘冠’察两会” 中以主持人王冠与“ AI
王冠”同屏的形式“为两会报道注入科技‘创新力’ ” [20] ,此类数字孪生 AI 主播与原型的同框属于特

别策划、有意安排的结果。 这一阶段真人主播与数字孪生 AI 主播之间表现为共时展演关系。
我和我的数字孪生 AI 主播做了几次配合,例如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论坛活动上,AI 主播会先

出场做一个背景介绍,再把我引出来,我俩做一个对话。 或者我抛出一个问题,然后 AI 主播来

解答一下,之后把下面的嘉宾引出来,我俩的搭配就是类似这种串场。 因为没办法(与 AI 主播)
直接沟通,所以都是提前设定好的问答内容。 (受访者 C)
虽然人工智能技术产品已经具备一定水平的即时交互能力,但其在“鸡尾酒会”问题、多轮对话、

理解周围世界等方面难以克服的技术壁垒导致这一功能存在不可控的风险,难以在大众传媒中应

用。 而与实际情况相矛盾的是,传媒组织着意在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宣传活动中凸显人工智能主播的

这一功能特性,通过对台本的预设计模拟播音员主持人与其数字孪生 AI 主播之间的即时互动———
在语言上进行问答与承接,在副语言上进行面部神态与身势语的交流。 “其实 AI 主播在进行现场采

访的时候,是由我在背后穿着动作捕捉的衣服,由我来做动作、来说话,这不属于人工智能驱动的方

式。” (受访者 A)这与其说是对于智能技术传媒组织应用的一次展示,更不如说是社会及传媒组织在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方面的一种现实需求和未来期望的表达。
真人主播与人工智能主播的“互动”限制了其能动性的发挥,将主持传播去深度化和形式化为按

照既定文本框架的展演行动。 这一“展演”与消费社会情境相关联,营造了一种消费文化的幻象,以
实现供大众消费的官能快感为主要目的,向受众建构一个“人工智能技术身体”的神话。 如此展演所

表征的技术价值已经超脱了数字孪生 AI 主播当下所能达到的使用价值。 根据保罗·莱文森的观

点,任何媒介技术在初生阶段都是作为“玩具”进入社会之中,“人们喜欢它们,是因为好玩” [21] ,而非

出于技术的工具性导向,“现阶段的 AI 合成主播尚未成为新闻生产流程再造的工具,反倒更像是一

个新奇的‘媒介技术玩具’ ” [22] 。 处于玩具阶段的数字孪生 AI 主播,技术的功能价值难以彰显,技术

本身比技术结果更加引人关注,数字孪生的形态和共时展演的形式更加刺激了受众的感官愉悦。 在

消费社会中物因其与其他物之间的差异性而被消费,即“它被消费———但(被消费的)不是它的物质

性,而是它的差异” [23] 。 真人主播与其数字孪生 AI 主播的共时在场看似展现了二者的同一,实质上

·12·郝君怡　 等:身体在场·形塑化身·共时展演:真人主播及其“数字孪生”的人-技关系



强调的是二者的差异,身体外在形态的相似增强了人与技术物本质差异的鲜明度,向普罗大众强调

了主持传播主体“由人到物”的演变。
如上所言,真人主播与数字孪生 AI 主播之间的共时在场实质上是依据台本预设的一场展演,带

有鲜明的消费主义色彩。 将播音员主持人的身体与数字孪生 AI 主播的身体转变为符号化的身体,
作为指涉传媒技术进步的符号,共同建构了人类社会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想象。

五、余论

人工智能技术的进驻重塑了传播学的疆域和边界,其中就包含有身体研究的知识更新和视向转

换。 唐·伊徳在其“三个身体”理论中划分出“技术意义上的身体” ,提出技术意义上的身体是在与

技术的关系中通过技术(技术人工物)建立起来的身体,强调了技术与身体之间的双向建构作用。 技

术正在不断地入侵身体世界,正在持续地塑造新的身体[24] ,在数字孪生人工智能技术的语境之下,
作为原型的播音员主持人被卷入其中,主持传播角色从媒介内容的生产者,转变为媒介(技术物)的

生产者,在三个阶段:身体在场、形塑化身、共时展演中产生身体与技术之间的关联。 关注真人主播

与数字孪生 AI 主播之间的身体关系,是新闻传播学人工智能技术研究不应忽视的课题,上述的三个

身体关系的演变阶段促使我们重新审视播音员主持人与数字孪生 AI 主播的现实境遇与未来发展:
(一)播音员主持人劳动场域向上游延展

如果将视听内容的生产视作一条工业流水线,那么播音员主持人作为“以个体行为出现,代表群

体观念,以有声语言为主干或主线驾驭节目进程,直接面对受众,平等进行传播” [25] 的传播角色,一
直以来都居于最靠近受众的视听传播的终端环节。 而数字孪生 AI 主播这一技术产品的传媒应用,
直接将播音员主持人引入传媒生产流程的早期阶段,打破了传统传媒内容工业化生产之下相对固化

的分工,甚至使其从传播角色“破圈”而成为一定意义上的技术建构者,播音员主持人从技术顺从的

接受者,转而拥有了直接影响技术的权力。 数字孪生 AI 主播造成的播音员主持人劳动场域向上游

延展,提示对人-技关系(或人机关系)的研究对技术物生产者的劳动给予观照。
传统主持传播活动基于播音员主持人“理解稿件—具体感受—形之于声—及于受众” ①的创作过

程,结合马克思的劳动思想来看,传统主持传播活动属于播音员主持人发出的一种“活劳动” ( living
 

labour) ,活劳动即“ ‘具身’ (或‘寓身’ ‘涉身’ )的劳动,是由人的身体发动并以其为载体所进行的劳

动” [26] 。 而在数字孪生 AI 主播语境下,播音员主持人的主持传播行为发生于数据采集阶段,属于

“生产资料”的生产活动。 当数据采集环节的活劳动凝聚并固化于技术物内部,就转变为“死劳动”
( materialized

 

labour) ,作为过往劳动被物化呈现,成为下一阶段人工智能视听新闻的生产条件(或称

劳动工具) 。 因此应注意到,数字孪生 AI 主播造成播音员主持人的劳动场域向上游拓展的同时,也
蕴藏了播音员主持人下游劳动场域压缩的后果。 播音员主持人的上游劳动主要通过体力劳动赋予

技术物规律性的身体经验,因而在下游劳动中体力占比高的部分开始被离身性的 AI 主播所分担,这
是对身体价值的侵占,同时也是数字化时代信息流传播需求下对人体力的一种解放,促逼播音员主

持人在下游劳动中发挥更多心智价值。
(二)数字孪生“原型”的身体困境问题显现

“数字孪生”成为 AI 主播业界应用的主要技术形式,是对“身体是技术的源泉和存在的场所” [27]

的体认,表明传统主持传播的“人格化”内核在智能传播中得到延续,说明了建构身体间性对于智能

体主持传播行动的进行具有重要意义。 播音员主持人为数字孪生 AI 主播提供了生物学特征和社会

身份,将以虚体形式存在的人工智能技术物实体化,使技术物的社会性得以确立。 但同时,播音员主

持人也被驱使着卷入一套新的生产体系当中,负载了新的角色功能,由此而来的是播音员主持人的

·22· 　 2023 年第 2 期

①此为播音理论中对于播音创作道路的表述。



身体困境,主要包括主体性危机和权责问题两个方面。
首先是主体性危机。 学界对人工智能技术所引发的主体性危机的探讨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是

技术对于人类思维、能力的模拟能否使技术物在人类社会中拥有主体地位,二是人工智能技术物是

否会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构成挑战。 以当下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水平来看,以上两点忧虑对于主持

传播领域而言还为时尚早。 当前表现突出的主体性问题体现为作为原型的播音员主持人在人工智

能主播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异化问题。 数字孪生消解了身体与技术物之间的边界,身体或身体部位成

为被异化的消费对象。 播音员主持人进入人工智能主播的生产场域之中,受制于技术的驯化作用,
通过克制自身主体性的发挥以迎合技术物的生产标准和生产规则,并在具身劳动结束后失去对数字

孪生 AI 主播的控制权,使得这一技术物不再是播音员主持人所使用的工具,而是异化于身体的与之

相对立的存在———“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
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 [28]

其次是权责问题。 权责问题主要包含两方面。 一是责任主体问题:人工智能技术物的权责问题

已经成为法学、伦理学等学科研究的争议性课题。 数字孪生 AI 主播的技术复杂性使其对一般公众

而言成为难以解释的“黑箱” ,加之脱胎于自然人的生物学特征,容易使公众将其视为其原型的从属,
造成责任主体的失焦。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提升,会进一步对播音员主持

人的声誉管理构成挑战。 二是形象权问题:在被访者中,多数体制内的播音员主持人将对数字孪生

AI 主播的身体元件赋予视作“职务行为” ,媒体并未为此与播音员主持人签订形象权相关的条约;多
数直接面向科技公司的播音主持专业人员表示并不知悉技术公司如何保护其身体数据,数字孪生 AI
主播与原型身体的紧密联系导致个人声音权、肖像权、形象权等法律范围内的人格权问题凸显———
传媒机构使用其员工的身体特征用于自动化内容生产是否属于员工的工作职责范围? 需要签订怎

样的协议来明确使用的边界? 将数字孪生 AI 主播用于生产大量公开的内容,是否会产生形象盗用

等技术风险? 数字孪生 AI 主播身体的性质属私人还是公共? 这一系列问题亟待被置于技术、法律、
伦理、传媒经营管理等多个语境中进行商榷。

(三)回归理性是数字孪生 AI 主播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播音员主持人与其数字孪生 AI 主播的共时在场应用于传媒组织策划宣传的大型活动和特别节

目中,通过建构“奇观”展现人与人工智能身体的相似性和本质的差异性,满足大众的官能快感并建

构社会对高新技术的想象。 然而基于技术新鲜感的热潮总有退去的一刻。 回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

展历程,从 1956 年至今已经历三次发展热潮和两次低谷,每一次低谷都关联了社会期望与技术现实

局限之间的落差。
在共时展演阶段,播音员主持人与本已离身的数字孪生 AI 主播发生身体的共现,为受众描绘一

副主持传播人机协同的图景。 播音员主持人身在其中,被裹挟着以表演的方式强调 AI 主播即时互

动、现场反应等在事实上居于短板的能力,实则是迎合科技公司、传媒机构和受众三方对于人工智能

技术的期许,是一种“身不能至,心向往之”的非理性主义和技术浪漫主义的表征。 但当我们从对技

术的迷狂中抽离就会发觉,当下的共时展演只能用于偶发的“特别节目” ,不仅无法实现常态化应用,
也难以发挥 AI 主播作为技术工具在自动化量产方面的优势,更要警惕社会由此而滋生的期待泡沫。
当浪潮退却,感官倦怠袭来,数字孪生 AI 主播的可持续发展还应当依靠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回

归。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二元范畴最早由马克思·韦伯提出,其中前者强调行为目的的达成,后
者强调行为过程的意义。 着眼当下,AI 主播发展的现实路径应当由建构想象回归工具理性。 作为技

术生产者和使用者的科技公司和传媒组织应当重新评估人工智能主播的功能优势,以合目的的可常

态化应用为基本导向,为视听内容的生产传播“降本增效” 。 面向未来,AI 主播的发展则应当着眼于

价值理性。 通过努力突破存在于 AI 主播中的身、心二元壁垒,寻求技术物拥有具身认知的可能,使 AI
主播突破现有的工具性角色和单一、被动的符号化身体样态,在数智化时代承担更强的建构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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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 digital
 

twin"
 

AI
 

anchor
 

introduces
 

the
 

broadcaster
 

to
 

the
 

media
 

technology
 

production
 

field
 

and
 

brings
 

this
 

media
 

role
 

into
 

a
 

direct
 

body
 

relationship
 

with
 

AI
 

technology
 

for
 

the
 

first
 

time. By
 

in-
depth

 

interviews
 

with
 

broadcasters
 

and
 

broadcasting
 

professionals
 

who
 

are
 

the
 

prototypes
 

of
 

digital
 

twin
 

AI
 

an-
chors,this

 

study
 

partially
 

unveils
 

the
 

" black
 

box"
 

of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digital
 

twin
 

AI
 

anchors,and
 

shows
 

the
 

evolution
 

of
 

the
 

bodily
 

relationship
 

between
 

real
 

broadcasters
 

and
 

their
 

digital
 

twin
 

AI
 

anchors
 

in
 

three
 

stages
 

of
 

body
 

presence,shape
 

avatar
 

and
 

co-time
 

exhibition. The
 

field
 

of
 

labor
 

of
 

the
 

broadcaster
 

ex-
pands

 

upstream
 

and
 

becomes
 

a
 

technical
 

constructor
 

in
 

a
 

certain
 

sense
 

through
 

embodied
 

labor. However,ar-
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ims
 

at
 

de-subjectification,resulting
 

in
 

a
 

disembodi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echnical
 

avatar
 

and
 

the
 

prototype,and
 

the
 

problem
 

of
 

the
 

real
 

broadcaster's
 

bodily
 

dilemma
 

emerges. The
 

co-
presence

 

of
 

both
 

parties
 

in
 

hosting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is
 

essentially
 

catering
 

to
 

and
 

constructing
 

the
 

so-
cio-technical

 

imagination,and
 

a
 

return
 

to
 

rationality
 

is
 

the
 

sustainable
 

path
 

for
 

digital
 

twin
 

AI
 

anchors.
Key

 

words:digital
 

twin;AI
 

anchor;body;human-technology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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